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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B_BA_E5_B9_B3__c122_484371.htm 在今年“两会”期间,

很多代表委员就中国的死刑核准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集中

的一点就是要将死刑核准权上收到最高人民法院,以限制死刑

的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向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指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体

制改革，维护司法公正,而进一步完善死刑复核程序是最高法

院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在回答德

国记者关于死刑问题的提问时说，中国正着手进行司法制度

的改革，包括将死刑的核准权收回到最高人民法院。出于我

们的国情，我们不能够取消死刑，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国家也

还都有死刑制度。但是，我们将用制度来保证死刑判决的慎

重和公正。 从以上信息可以推论的是,争论已久的死刑核准权

归属问题即将得到解决。然而，这个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其

实质又在哪里？这个问题究竟应该如何解决？一连串的问号

仍然值得思考。 问题的形成 1979年颁布的第一部刑法第43条

第2款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

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同时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也作了同

样的规定。 然而,1979年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尚未施行,五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就于1979年11月作出决定,在1980

年内，将杀人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现行刑事犯罪分子判处

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授权给各高级人民法院

行使。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80年3月18日下发了该项授权

通知。所以,1979年刑法、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案件核准权的



规定,自始就未被实际执行。 其后的1981年6月19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又作出决定，将该项授权的期限从1980年推延到1981

年至1983年。1983年9月2日,为了将这一限时特别法的规定延

续下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修改了《人民法院组织法》，其13

条规定：“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

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

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

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

人民法院行使。”最高人民法院随后于1983年9月7日、1991

年6月、1993年8月18日、1996年3月19日发出的系列授权通知

中，“必要的时候”这一时间限制被无限期地搁置了。 对于

上述死刑核准权的大范围下放，中国学者分别从宪法、刑法

、刑诉法等角度予以关注，对由此引发的诸多问题也给予了

严肃的批评。因此在1996年、1997年刑法、刑诉法修改的时

候，又将死刑核准权上收到了最高人民法院(见新刑法第48条

、新刑诉法第199条)。 但1997年9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发

出了《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

刑案件的通知》，其中规定：自1997年10月1日修订后的刑法

正式实施之日起，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的规定，

仍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其已获得授权的死刑案件核准权

。这样，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纸“通知”，又使新修订的刑法

、刑诉法关于死刑核准权的规定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死刑

核准的大权仍然在各高级法院的手里！ 问题的实质与危害 死

刑核准权的(大)部分下放适应了严打斗争的需要，但也使中

国死刑适用的数量大幅上升，死刑适用的标准不尽统一，影

响了死刑案件判决和核准的准确性。据此，学术界和实际部



门的很多人士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现在的情况看,死刑核准

权上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已成定局。但是,在我看来,即便在很快

的时间里,最高人民法院以通知的形式自行决定将死刑核准权

收回了,问题也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原因在于,这样的解决方式

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 中国的死刑复核问题其实质是一种

法律冲突。既然是法律冲突,那就必须按照解决法律冲突的途

径来解决。 这种法律冲突初看起来是平行法的冲突,即人民法

院组织法与刑法、刑诉法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是

平行法。因此,有人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通知辩解说，最高

人民法院的做法是于法有据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 但

是，从新法优于旧法的法律时间效力规则看，人民法院组织

法修改在前(1983年),而刑法、刑诉法修改在后(1996、1997年)

，刑法、刑诉法的规定效力应该取代以前人民法院组织法的

规定。如此看来，最高人民法院通知的合法性就成了问题，

因为它陷入了一个新旧法的冲突！ 而从法律制定修改的有权

机关看，死刑核准权问题还不仅仅是一个新旧法的冲突，而

且是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冲突(也即垂直冲突)：全国人大制定

、修订的刑法、刑诉法的效力居然还不及一个由其常设的人

大常委会的修改决定！ 因此，无怪乎有人要为最高人民法院

喊冤：在死刑核准权问题上，最高人民法院是在代人受过。

问题的源头在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修改，

在于该法的第13条。 将死刑核准权下放的后果大家已经看得

比较清楚了。但是，由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而引发的法律

冲突的危害性虽然很隐蔽，却是很严重的：它可以容许一个

司法机关将一个本应是特定时期的特殊措施长期化、普遍化

，它可以纵容一个司法机关用一纸通知使全国人民公意体现



的法律的重要规定成为“摆设”。 可以不再追问是谁铸就了

这样的错误。目前紧要的是，如何去改正此类错误,又如何来

预防此类错误的再次发生。 法律冲突的解决思路 其实,早

在1996年、1997年刑法、刑诉法修订的过程中，就有人看到

了问题的根本。围绕着死刑核准权的设置问题，有人建议将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的规定吸收到新的刑法、刑诉法里来

，也有人主张为严格限制死刑，取消授权规定。 最后的结果

是，刑法、刑诉法均严格规定“死刑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

行使”，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却下发通知，维持授权的现状不

变。于是刑法、刑诉法的规定成了被“嘲弄的对象”。 现在

大家所建议的解决方案是：收回死刑核准权。这一点几乎没

有疑问了,但问题是,由谁来宣布收回？应该如何收回？ 就“

由谁收回”的问题，多数人认为应该由最高人民法院自行收

回，仍然采取发通知的方式。但我以为，这只是解决了问题

的第一步；或者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们所说的法律冲突

问题，只要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授权规定还在，谁又能够保证

，最高人民法院不会又在“必要的时候”再来一个下放的通

知呢？ 因此，我的建议是，应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全国

人大在修订《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时候，取消第13条的“授

权规定”，以保证立法的统一，维护法律的尊严。 而从长远

看，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出发，如何避免类似的

法律冲突再次发生，确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建议建立一个专

门审查法律是否互相冲突、同时又能够解决类似法律冲突的

专门机构；要将某些权利或者利益(例如生命权的法律保护，

又如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和尊严)提升到宪法的高度加以重视

，要建立科学理性的刑事政策决策机制，要使得立法这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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